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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果断中止“物价闯关”为例

刘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102；人民出版社，北京 100706）

摘 要：1988 年“物价闯关”决策的出台引致商品抢购和银行挤兑风潮，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

机。 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策，果断中止“物价闯关”，开启“治理整顿”。 这一系列决策和举

措迅速平抑了物价、稳定了社会，为中国之后的改革提供了若干宝贵经验，成为探索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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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到 1988 年春天已经非常严重，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应比较强烈，
加之很多商品实行牌价与议价并行的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现，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腐

败现象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使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 另一方面，当时领导

层中还存在一种认识，即“前些年的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并且效果也不错，剩下的都是比较困

难的。 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现在就要攻坚克难、知难而进，如果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

前进，而且会出现倒退。 另外，近年来中国物价上涨较多，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不安，
但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又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 如果不主动抓紧进行改革， 听任这种状况发展下

去，价格改革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最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1］。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

高层遂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与其采取小步慢调的办法，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

整。 因此，要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
1988 年 8 月 19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物价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 之后，抢

购持续了一个月之久。这次抢购商品种类之多、零售总额增幅之大、波及面之广，迄今仍堪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之最。 据统计，1988 年 8 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 13%，其中粮食增

销 30.9%，棉布增销 41.2%，电视机增销 56%，电冰箱增销 82.8%，洗衣机增销 130%。 8 月份城乡储

蓄存款减少 26.1 亿元，其中定期减少 27.8 亿元［2］。针对因“物价闯关”所引发的严重抢购和挤兑银行

存款风潮及经济秩序混乱局面，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社会危机，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

策，果断中止“物价闯关”行动。 这次事件及随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一、中止“物价闯关”、开启“治理整顿”决策出台始末

“物价闯关”的初衷无可厚非，却引发了诸多始料未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对此，中共中央

决策层逐步统一思想，果断做出中止“物价闯关”、开启“治理整顿”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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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果断中止“物价闯关”
1988 年 8 月下旬，针对抢购风蔓延炽盛、愈演愈烈的情况，国务院几次召开小范围会议，研究

市场物价形势，商量刹住抢购风的对策。在探讨抢购风的起因时，一致认为：从 1984 年以来，特别是

1988 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1988 年比上年增加 20%以上）、财政赤字过多（1988 年比上年增加

一倍多）、货币投放过猛（1988 年比上年增加将近 0.5 倍），加上农业收成不好，市场商品严重供不应

求，是出现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根本原因。 在价格工作方面，1988 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煤炭出

厂价格，特别是 7 月份放开了 13 种名酒和 13 种名烟价格，并调整部分高档卷烟和各种粮食酿酒的

价格，名烟名酒价格暴涨十多倍，更加剧了群众对涨价的恐慌心理。
刹住抢购风必须釜底抽薪，从宏观层面采取“降温”措施。 究竟采取什么应急措施？ 据时任国家

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回忆，当时有人主张把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今

后五年和明年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全文公布，以消除群众对价格改革的疑虑；有人主张银行

开展储蓄存款保值业务；也有人主张冻结物价。经过讨论后，普遍认为市场价格半数以上已经放开，
政府对物价难以全部冻结，而且这样做对经济发展不利；当时群众大量提取存款，主要是担心货币

继续贬值，认为存货比存钱好。因而认为“公布《关于今后五年和明年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也

不能解决问题，采取开展保值储蓄容易收到实际效果”［3］207-208。 由此，开展保值储蓄作为消解抢购风

潮和稳定群众心理的备选方案而逐渐浮出水面。
1988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第 20 次常务会议讨论和分析了当时的市场和物价形势。 会议重提

“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并特别申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中所讲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

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 5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

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 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 1989 年作为实现 5 年改革方案

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

幅度明显低于 1988 年，同时要求各地应据此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4］。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做好当

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这表明中国政府决定中止“物价闯关”，并为做好善后工作

进行政策调整。
同日，国务院在《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中强调：采取有力措施确保

1989 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 1988 年； 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 1988 年下半年

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的决定；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 3 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

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建缓建一批楼堂馆所，控

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要把 1988 年的信贷和货币

发行控制在国家要求的数额之内；切实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确保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各

级政府要认真组织好市场供应，严格市场管理。 要认真整顿市场秩序，坚决取缔和打击哄抬物价、
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中间盘剥等行为①。 决策层政策的不断细化，表明改革方向的更加明确和改革

思路的进一步明晰。
（二）适时开启“治理整顿”
1988 年 9 月 6 日， 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在会见美国出版商时说：“在物价改革问题上，

我们必须做到：方向要明确，措施要坚决，步子要稳妥。”他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进行物价改革，但是

物价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协调进行。这里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治理整顿”的

命题。他接着指出，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消除经济过热的现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经济

发展速度。 同时，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还包括堵住流通领域中的漏洞，解决改革中党政机关的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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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198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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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 这表明，此时领导层并未完全放弃价格改革，而只是暂缓步伐，并适时地将其他方面的配套

改革提上日程，最终为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9 月 13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民主协商会和在京经济

专家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做了详细说明，会议分

别分组对方案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对压缩

基本建设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9 月 15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

方针和配套措施，认为“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改革。 1989 年、1990 年两

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6］。 这次会议正式做出了治理经

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也就是说，要再次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对此，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主要讲了当

年 1 至 8 月份金融形势的突出问题、原因及当前需采取的紧急措施。 发言中提到，为了稳定市场，
保证人民生活不出大的问题，银行货币、信贷目前只能重点保证职工工资、奖金、补贴，农副产品收

购，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流动资金，及群众提取储蓄存款的现金等四个方面的需要 ［7］。
李先念对此旁批：“坚决按此办。 除了这四条之外，死了人也不能贷款。 ”这表明严格贷款标准的

坚定决心。 李贵鲜发言中还提到金融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必须高度集中、统一、不能

分散”。李先念对此加了着重点，旁批：“完全对，分散必乱。”不久之后，李先念去无锡视察，当听到农

民对农产品的收购和生产资料供应有意见的汇报时，尖锐地指出：“党同农民这样干起来，终究是要

垮台的。 农民得罪不起，得罪不得，当然，工人阶级也得罪不得。 像前个时候群众抢购，抢一次也好，
给我们教训。现在有些人对少（多）数人的意见不听了，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干。人民最高明了，他们

的办法是：抢购。”［7］对引发抢购风潮的因由及不顾客观条件的硬性“闯关”，李先念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严

厉的批评。
邓小平也指出：“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 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

们缺乏经验。 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 现

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增长，控制发展速度。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

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

们遵循的原则。 ”［8］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工作。 26 日至 30 日，中共十

三届三中全会举行。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

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全会决定，把 1989、1990 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

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全会还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

后 5 年或较长一段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

妥地组织实施”［9］。至此，中共中央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思路正式取代了“物价闯关”的改革

决策。
可见，中共中央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前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并

经多年积累，才最终在 1988 年以剧烈的通货膨胀形式爆发出来，造成市场动荡、物价猛涨，整个经济

处于严重的波动之中，到了非采取特殊的调整措施不可的关键时刻，这就是实行治理整顿的经济背

景［10］。 治理整顿，“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11］，是改革的暂时妥协。 自1989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为期 3 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尽管此时“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

滞”［12］，但在邓小平看来，这或许是改革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改革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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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民承受能力是指居民对物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水平变动的可接受程度。一般而言，承受能力分为心理承受能

力和经济承受能力两方面。经济承受能力是心理承受能力的物质基础，但心理承受能力是经济承受能力的综合

表现。 在实际过程中，这两者又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政治与法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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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承受能力，选择有利时机，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

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与条件影响着价格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的进程。 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

环境和条件，选择有利的政策出台时机，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的前提和基础。
（一）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

价格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
因此，价格改革，特别是消费品价格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①，这是价格改革顺

利进行的重要前提。
除了经济承受能力外， 价格改革面临的主要风险还来自改革预期的居民社会心理转折和心理

预期紊乱。如果说财政储备和金融支撑的完备需要假以时日的话，那么观念的更新与经济承受力的

增强则是一个更为迟缓的过程。 而渐进式改革使绝大多数人在改革进程中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和好

处，因而人民群众乐意成为改革的主体并提供支持。 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在生产发展的

基础上，适当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是强化心理承受能力的物质基础。 其

次，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控制在一定幅度内。物价变动会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因此，价格改革必

须通盘考虑国民收入、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尽量把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控制

在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防止价格不合理上涨［13］。 同时，要运用经济、法律等

各种管理手段综合治理违反国家政策的乱涨价行为。
（二）对群众进行正面而及时的宣传很有必要

价格问题涉及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凡是搞得好的改革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取信于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只

要我们把道理讲清楚，开诚布公，向群众交底，把国家的困难、问题和全局讲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物价调整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当时出于某些考虑，主管部门调价强

调保密，透明度不够。 结果是越掩盖越糟糕，造成一有流言或小道消息，大家就抢购，不法商也趁机

哄抬物价。 后来矫枉过正，过度宣传尚未成熟的政策措施，又造成群众强烈的“涨价预期”。 因此，如

何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有效地进行宣传，引导人们树立一种理性而科学的生活方式，
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必须高度重视。

（三）改革措施出台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般条件下，经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群众收入增加较多，商品销售淡季，是价格调整的理想时

机。 要善于创造和抓住这种良好时机，趋利避害，使出台的改革措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在

提高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 合理选择改革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时机至关

重要。
价格改革要选择有利时机。 国家决定提高或放开某种商品价格， 既要考虑具体商品的供求情

况，更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邓小平在 1988 年 6 月指出，“中国的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
问题是要搞得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14］。如果对宏观经济环境疏于考虑，匆忙解决具

体商品的价格问题，就容易“因小失大”，对宏观经济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 据成致平记述，“1988
年放开名烟名酒价格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3］181。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么是

已经通过论证并已基本确定的改革方案， 在出台前因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临时作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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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动；要么是由于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或者方案出台的时机选择不当，结果

使市场物价变动大大超出预想的结果，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见，改革时机选择不当，很难达到

预期目的。

三、双轨制价格在治理整顿中逐步实现并轨

针对因“物价闯关”所引发的严重抢购和挤兑银行存款风潮及经济秩序混乱局面，以及由此所

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社会危机，1988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

理整顿”工作。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

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由此，激进式的“闯关”思

路开始向“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回归，并在实践中逐步产生正效应。
1988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提出确保

1989 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 1988 年的九条要求， 并决定将 1988 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

定，延续到下年市场基本平稳以前。 根据这一决定，对一些原已放开的商品价格又实行了定量供应

和计划价格管理。 这些措施对迅速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起到积极作用。
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使治理整顿受阻，经济社会形势急剧恶化。面对困境和变局，新当选的中

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鲜明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 必须继续

贯彻执行。 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

全面贯彻，一以贯之。 ”［15］随后，继续进行治理整顿，特别是治理通货膨胀成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

体的重要任务。
这一阶段，按照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总要求，中国价格改革以建立、完善价格调控体

制为重点。一方面加强和改善价格调控，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受到明显抑制、
市场趋于平稳的情况下，又不失时机地推进价格结构的调整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巩固、发展价

格改革的成果。主要做法和成果表现为：“国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价格总水平的监测和调控体系，以

及某些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价格调节基金制度。”［16］由此，新的价格调控体系开始确立。
1989 年 8 月 2 日，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 7 项措施，决定下半年继续从严控制物

价。 从9 月份开始，国家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了 5 个大类 20 多个系列的产品价格。 在 2 年多

一点的时间内，价格结构性调整的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幅度之大，截至当时是改革以来所没有的。
不过，中共中央虽然中止了“物价闯关”，开启了“治理整顿”，但双轨制价格的实施所造成的市场不

公，以及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物价涨速极快的现象仍然存在。
同时，“官倒”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鉴于此，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又回到了稳步推进的道路上，
决策层以“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彻底取代了激进的“物价闯关”。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人们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逐步增强，中国政府采取了在提高基

础产品价格的同时，对引起连锁反应涉及的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价格，实行不提价或严格控

制、尽量少提的措施，以稳定群众生活必需。 同时，加强对重要商品价格的管理，适当集中价格审批

权，实行劳务和商品收费的明码标价制度，中国进入较全面的价格改革阶段。
到 1991 年，进入针对前几年经济过热而进行治理整顿的第三个年头。此时，投资膨胀和消费膨

胀基本上已经得到抑制，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市场供求与价格都比较平稳。 但为了使国民经济中

的各种比价关系逐步向合理的方向迈进，使价格结构趋向合理，治理整顿的大环境仍要求在振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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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同时，把稳定物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为此，中国政府对价格问题采取“双管齐下”措施，既对可

能导致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比较警惕，同时也利用比较宽松的宏观环境，加大价格改革力度，并着

手推动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经过不断的价格政策调整，中国的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1 年，在农副

产品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 22.2%，国家指导价的比重为 20%，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为 57.8%；在工业

资料出厂价中，三者的比重分别为 36%、18.3%和 45.7%。 至此，中国已经初步改变了高度集中的价

格管理体制，形成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格局。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提出“价

格改革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17］。”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价格改革的市场取向进一步明确。 随后，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把“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18］，
作为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 至此，1988 年“物价闯关”要完成的市场化改革任务，在悄无

声息中将双轨制价格逐渐并轨，实现了价格改革的原定目标。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尤其是经济改革征程，不难发现，所有那些成功的改革措施，都是优先考

虑大众的切身利益，顺应民意，尊重规律，从那些问题最多、百姓最关心的领域突破；而且，这些改革

措施的适当与否，都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承受能力。相反，改革中那些不成功、或者遗留问题比较多的

措施或决策，基本上都没有很好地遵循这些原则。 毫无疑问，这些改革开放进程中探索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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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se of Decisive
Suspension of "Price Overtaking" in the Late 1980s

Liu Wei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2;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In 1988,the decision making a breakthrough of commodity prices, not only had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its process, but also led to snap up commodities and the wave of bank runs, then a
ser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appeare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de quick decisions:
discontinued the breakthrough of commodity prices decidedly, besides, started improvement and
rectification. This series of decisions and initiatives stabilized commodity prices and contained social
unrest with great rapidity. It has provided som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reform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practice to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 making a
breakthrough of commodity prices; price reform; improvement and r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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